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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涟漪：基于社会判断理论的大语言模型智能体说服传播模拟 

 

摘要：大语言模型对于社会现象模拟具有重要潜力。本研究结合社会判断理论

（Social Judgment Theory, SJT）与观点动力学，利用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智能体

模拟方法，探究社交网络中群体说服传播态度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借

助 AgentSociety 社会模拟平台，构建基于 SJT 的智能体模型，通过连续观点交

互机制模拟个体在不同争议程度议题中的态度变化，并分析网络结构、宏观社

会意见及微观心理因素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1）群体态度在互动中呈现显

著趋同趋势，最终形成一致支持或中立意见；（2）微观层面，负面情绪是驱动

态度变化的关键因素，个体状态与积极情绪影响较弱；（3）网络拓扑结构显著

影响态度演化速度，BA 无标度网络因枢纽节点存在加速意见收敛，而 WS 小

世界网络因局部聚集性延缓传播进程；（4）宏观社会意见塑造群体观点演化方

向。本研究将传播学理论与 LLM 仿真相结合，提出多层级说服传播模型，揭

示了网络结构与情绪机制在观点演化中的作用，为政府舆情治理和舆论引导提

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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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吗？”和“您如何看待高校扩

招？”到“您是否支持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这些不同争议程

度话题促使人们采取不同修辞策略，进而说服他人。探究说服发生机制成为一个

重要议题。 

说服是什么？简单来说，说服就是说服者使用一些信息去影响接收者态度或

者观点，以此来实现自身目标和期望。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说服过程。但是

说服成功与否往往受到接收者个人经验、已有知识和新获得信息的影响。个体对

信息的加工最终呈现为个人观点，这些观点作为新信息加入群体观点互动，最终

经过一系列复杂交互，群体状态从无序走向有序[1]。说服就是群体信息交流和观

点互动过程。 

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关系构成社会网络。传统 ABM 方法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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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设定交互规则，采用虚拟数据进行试验，难以捕捉规则之外的变化。通过海量

数据训练的大语言模型（LLM）能够结合真实世界环境，打破人为规则的束缚，

实现更加真实的类人交流。 

探究社交网络舆论规律，实现国家和政府对公众的正确引导和说服，需要坚

实有力的传播系统。本文结合社会判断理论[3]，对社交网络说服过程进行建模分

析；基于 AgentSociety 社会模拟平台，构建基于说服传播智能体，考察说服传播

演化过程及规律。通过对社会现象高度抽象，探究社会网络中群体观点和行为演

化，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一般规律，为社会决策和政府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说服传播理论发展 

传播学中许多学者都将说服研究历史上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兼顾柏

拉图和智者之间的争论，综合两种思想流派优点，将修辞学看作理解说服力的工

具，这些思想的影响力延续至今，对说服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并未给出说服的完整定义。后来的传播学者们在长期研究过程中

认为，说服是一个象征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者试图通过传递信息来改变受

众对某个问题的态度和行为[4]。该定义强调受众接收、认知、处理信息以及最终

行为，表明说服包含四个基本过程。第一，说服者需要明确自身需求和目标；第

二，明确能够实现目标的人群，即合适的传播受众；第三，了解受众特点，构建

传播信息；第四，将信息传递给受众。 

在现代历史中，说服研究起源于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战时宣传研究以及二战之

后研究的制度化。这些研究开创了传播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研究先河，为后续研究

奠定了方法程序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卡尔·霍夫兰在耶鲁大学主导的一系列

说服传播研究。 

传播学者在说服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霍夫兰的 Yale 研究提出一系

列识别说服传播影响因素和过程的方法和程序，为之后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但是

未能揭示说服发生的具体过程。Osgood 和 Tannenbaum 的一致性理论（Congruity 

Theory[5]）认为人们喜欢现实世界与自身认知的一致与和谐，不一致想法带来的

压力会成为态度改变的动力。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则同



 3 

时考虑多种认知，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一致、不一致和无关三种，认为人们

可以通过改变现有认知、增加新认知和改变认知重要性排序来减少失调，恢复自

身和谐状态[6]。信息整合理论（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7]认为新态度的产

生往往是对原有态度和新信息混合、组合以及整合的结果。Petty 和 Cacioppo 提

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认为，存在中心

和边缘两条说服“路线”[8]。 

与以往理论不同，由 Sherif 和 Hovland 所提出的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ment Theory[3]）解释了说服发生的过程和内在机制。他们认为受众在接受信

息的瞬间，会将其与自身当前态度进行比较，从而对信息进行感知和评价，确定

它在态度量表中的位置，最终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说服。社会判断理论

不仅详细说明了观点交互规则，并且指出了感知观点和认知偏差概念。 

（二）说服传播与基于大语言模型仿真研究 

说服传播研究发展至今，学者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探讨。本小节将从

影响因素，模型拓展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同时介绍基于大语言模型仿真

方法的应用研究。 

（1）说服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信源方面。信源指发出信息的源头。传统研究主要将源头看作和受众同样的

人类。Wagenknecht 等研究了信源匿名性如何影响在线讨论中的沟通说服力[9]。

具体地，他们发现感知匿名（perceived anonymity）对感知社会存在（perceived 

social presence）具有边际和负面影响，并通过感知社会存在对感知用户可信度产

生影响。感知用户可信度和个人参与同时受到感知社会存在影响，二者又对沟通

说服力（communication persuasiveness）具有相反影响。随着各种互联网广告平

台的兴起，信源概念被拓展到信息发布场所。Drossos 等研究了说服技巧如何促

使人们进行网络购物[10]。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社会证明（social proof）和稀缺

性说服技巧会影响用户行为并促进购物者点击“添加到购物车”按钮。王烨娣等

以互联网个性推荐广告为背景，探讨了互联网平台可信度、调节聚焦和隐私显著

性对广告最终效果的影响[11]。 

信息方面。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吸引了大量学者。首先是对信息内容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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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和 Wansink 研究了科学信息对说服效果的影响[12]。他们的研究表明图表和化

学符号可以增强说服力，并且对科学有更大信仰的人更容易受图表影响。

Dragicevic 和 Jansen 重新审视了这个结果[13]，提出图表对理解的贡献大于对说服

的贡献，并且带有图表的文本有时甚至比单独的文本具有更低说服力。除了文本，

有学者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喜马拉雅 FM 上声音信息进行分析，探究了声音带来

的温暖感、能力和权威感以及辅助文本信息如何影响受众购买意愿[14]。 

其他学者则从信息框架角度对说服效果进行分析。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内容信

息进行分析，Sung 和 Lee 发现持有负面态度的个体较少受到他人态度影响，并

且这些群体更容易接受相对客观的信息（同时展示事件的好处和坏处）[15]。Nera

等通过对照实验，从实证角度验证了阴谋论叙事对现实世界观念的影响[16]。借助

三种不同的说服理论框架，Scannell 等分析了 Twitter 用户对 COVID-19 疫苗的

情绪以及其说服技巧，发现人类和机器人在反对和支持疫苗时都会采用不同的叙

事框架，进而提出了解决错误和虚假信息的应对框架[17]。刘楠等研究不同文本框

架及时间距离对受众说服效果的影响。在“现在”情景中，消极目标框架通过启

动更强的回避动机，从而产生更强的说服效果；在“未来”情景中，积极目标框

架通过激发更强的趋近动机，从而具有更大说服力[18]。 

受众方面。结合社会判断理论，Aiello 等使用访谈和多种实验混合的方法，

探究了受众在不同阶段的感知温暖如何影响其展示个人信息的意愿，进而促进在

线消费进程[19]。Shu 等结合社会判断理论以及 Cialdini 的说服模型[20]，研究了促

进信任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使用在线信用卡的态度[21]。他们

发现，对于具有消极态度（拒绝使用在线信用卡）的消费者而言，Authority-plus-

contrast-plus-scarcity 比 Authority-plus-contrast 和 Authority-only 更能促使消费者

转变为积极态度，不同的消息来源（国内和国外）对消费者态度改变的影响没有

显著差异。 

社会文化方面。随着说服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视角从微观层面转移到

宏观层面。通过对荷兰不同民族人群的研究，Li 等发现文化背景在说服传播中起

到了调节作用。具体地，自我说服和直接说服分别对拥有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文

化背景人群更有效[22]。在国内，杨莉明和徐智通过分析中国的中老年群体对防疫

政策接受程度，发现了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对防疫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其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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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揭示了文化观念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力[23]。 

上述研究大多考虑单一因素对说服传播的影响，考虑过程难免显得单一。因

此，有学者开始将不同影响因素相互联系，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通过增加

说服情境感知互动性变量，曾丽红和黄蝶探究了信源、信息以及受众心理微观因

素对受众购买意愿的影响[24]。有学者从数量、内容和信源三个维度对新浪微博用

户信息接触行为进行分析，总结了接触数量和说服效果的关系，提出了信息的“接

触—采纳”曲线；发现接触反对信息对疫苗采纳结果没有显著影响，专业型和同

质型信源对受众有不同的说服效果[25]。通过采用双面阐释或者唤起受众情感价

值的说服策略，可以更加有效劝说受众[26]。同时，说服信息的框架能够对受众的

态度和意愿有显著影响，社会规范和信源可信度在不同的信息框架中起到不同的

调节作用[27]。社会关系、个人感知以及风险披露也会对说服效果产生影响[28]。 

（2）说服传播模型拓展和理论验证研究 

上述研究均为说服理论和模型应用研究，此处对拓展研究进行梳理。Bergier

和 Faucher 基于 ELM 模型，提出了一个信息处理模型[29]。该模型将消息吸引程

度，受众处理信息的能力、意愿、动机以及精细化程度纳入考虑范围，得出信息

说服力。如果信息说服力高于下限，该信息将被接受，否则被拒绝。Hall 和

Oppenheimer 基于社会判断理论模型开发了错误分析模型，并通过经验数据对该

模型进行了验证[30]。 

除此之外，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Moura 等对博客和

Facebook 页面上与糖相关的帖子和评论进行专题分析，并对专家进行深度访谈，

以此来研究父母对糖的认知和态度[31]。他们发现在处理关于禁欲主义和享乐主

义矛盾时，丹麦和法国父母表现出三种主要行为：拒绝，温和以及开放，分别对

应社会判断理论中的拒绝域，中立域和接受域。 

（3）基于大语言模型仿真研究 

近年来，大语言模型作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突破，正被越来越多地用

于仿真研究中。在传统社会行为仿真中，智能体通常由规则驱动、方程或机器学

习算法构建[32–34]。这类智能体虽能完成基本任务，但由于缺乏对语言语境和复杂

认知过程的理解能力，其行为难以逼近真实的人类表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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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获取海量网络知识，大语言模型展现出接近人类智能水平的潜力，为构

建“类人智能体”提供了新的路径[36]。例如有学者基于大语言模型构建智能体，

用于宏观经济仿真。结果表明，由大语言模型赋能的智能体，能够做出更为逼真

的决策，所呈现的宏观经济现象也比现有的基于规则或基于学习的智能体更为合

理[37]。Gao 等利用大语言模型构建了一个社会网络仿真系统，通过模拟智能体的

情绪、态度与互动行为，实现了信息、情绪和态度传播等群体级社会现象的再现

[38]。另外，Park 等通过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生成式智能体，实现了对人类行为（如

计划、记忆和反思）的类人模拟，并在互动环境中展现出可信的个体与群体行为，

从而用于社会行为仿真[39]。Piao 等通过整合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智能体与复杂环

境，模拟了超过一万名智能体的五百万次互动，并用于研究社会极化、虚假信息

传播、基本收入政策与自然灾害等社会议题[35]。 

综上所述，本研究关注观点表达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时考虑外部因素，

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探讨说服效果产生、演化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具体研究

问题如下： 

问题 1：群体态度如何交互？ 

问题 2：态度交互结果以及影响因素是什么？  

问题 3：宏观社会意见如何影响群体观点演化？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社会判断理论 

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ment Theory, SJT）[3]由 Sherif 和 Hovland 所提出，

用于研究说服发生的过程和内在机制。该理论认为受众在接受信息的瞬间，会将

其与自身当前态度进行比较，从而对信息进行感知和评价，确定它在态度量表中

的位置，最终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说服。具体而言，该理论有以下假设： 

假设 1：个体观点可以被划分成三个区域，包括接受域（latitude of acceptance），

中立域（latitude of non-commitment）和拒绝域（latitude of rejection）。如图 1 所

示，图中锚点表示接收者自身观点位置，锚点两侧是其接受域，接受域两侧是两

个中立域，观点轴最外侧为拒绝域。 

假设 2：只有当说服者观点落在接收者接受域和中立域时，这些观点才会有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Gao,+C
https://dl.acm.org/doi/abs/10.1145/3586183.360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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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效果，并且距离接收者观点越远，其观点变动幅度越大，说服效果越好。但

是当说服者观点距离接收者观点过远，以至于落入其拒绝域中时，则没有说服效

果。 

 

图 1. 受众观点区域划分 

 

假设 3：个体对他人观点的感知和判断存在两种知觉扭曲效应——同化

（assimilation）和对比（contrast）。同化效应会导致接收者感知的说服者观点比

实际更接近自身观点，即当说服者观点落在接收者接受域内时，二者观点比实际

更加相似。相反，对比效应则会导致落入拒绝域的观点相互远离。 

 

图 2. 整体研究框架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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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说服传播过程看作是社会公众通过互动产生观点和态度变化趋势、

过程以及结果，基于结合社会判断理论，构建说服传播理论模型，借助

AgentSociety 平台进行 LLM 社会模拟仿真，最后结合因果推断方法，考察个体

微观因素对态度演化的影响。具体研究框架如图 2 所示。 

（二）实验设置 

本研究根据智能体意见锚点间的距离来规定劝说落入哪一邻域，设定接受域

𝑈𝛼 ∈ (0, 2]，若0 < |𝐴𝑖𝑡 − 𝐴𝑗𝑡| ≤ 2，则观点落入接受域；设定中立域𝑈𝑛 ∈ (2, 4]，

若2 < |𝐴𝑖𝑡 − 𝐴𝑗𝑡| ≤ 4，则观点落入中立域；设定中立域𝑈𝑟 ∈ (4,+∞)，若|𝐴𝑖𝑡 −

𝐴𝑗𝑡| > 4，则落入拒绝域。符号定义见表 1。 

表 1. 模型符号定义 

符号 意义 

𝐴𝑖𝑡 个体𝑖在𝑡时刻的态度 

𝑈𝛼 个体接受域宽度 

𝑈𝑟 个体中立域宽度 

| ∙ | 态度差值 

 

大语言模型训练依赖于大规模社会语料，其生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

会整体的语义分布与舆论偏向【StereoSet: Measuring stereotypical bias in pretrained 

language models】。本研究选择了“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吗？”

（基本无争议）、“您如何看待高校扩招？”（争议程度中等）与“您是否支持

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争议程度高）三个争议度不同的主题进

行模拟，考察宏观社会意见对说服传播的影响。其次，本研究构建 WS 小世界网

络和 BA 无标度网络，网络参数如表 2，考察中观网络结构的影响。 

表 2. 两种社交网络基本参数 

网络 智能体数量 社交关系总数 平均聚类系数 

BA 30 56 0.216 

WS 30 60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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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探究影响态度变化的微观因素。具体公式如

下： 

𝑨𝒕𝒕𝒊𝒕𝒖𝒅𝒆𝒊𝒕 = 𝜷𝑰𝒏𝒅𝒊𝒗𝒊𝒅𝒖𝒂𝒍_𝒔𝒕𝒂𝒕𝒖𝒔𝒊𝒕 + 𝜹𝑬𝒎𝒐𝒕𝒊𝒐𝒏𝒊𝒕 + 𝜶𝒊 + 𝜸𝒕 + 𝜺𝒊𝒕 (𝟏) 

其 中 ， 𝐴𝑡𝑡𝑖𝑡𝑢𝑑𝑒𝑖𝑡 表 示 第 𝑖 个 智 能 体 在 第 𝑡 个 时 间 步 的 态 度 值 。

𝐼𝑛𝑑𝑖𝑣𝑖𝑑𝑢𝑎𝑙_𝑠𝑡𝑎𝑡𝑢𝑠𝑖𝑡包括饥饿、疲惫、安全感、社交多种个体状态变量。𝐸𝑚𝑜𝑡𝑖𝑜𝑛𝑖𝑡

包括悲伤、愉悦、害怕、厌恶、愤怒和惊讶多种情绪状态变量。𝛼𝑖为个体固定效

应，控制个体自身特有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𝛾𝑡是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所有个

体共同经历的时间趋势和外部冲击。𝜀𝑖𝑡是误差项，捕捉无法解释的随机误差或其

他微小干扰因素。 

四、研究结果 

（一）态度交互结果 

如图 3 所示，在不同网络拓扑结构中，智能体在经过模拟交互后，态度均发

生了演变，最终都出现了收敛，在同一话题下均呈现出支持的态度。这体现出群

体在网络交互过程中，意见逐渐趋同，原本分散的态度，通过网络连接互动，形

成了一致的群体意见，展现出网络结构里群体意见演变从多元到统一的过程。 

 

图 3. 群体意见演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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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的态度。图 4(a)、(b)和(c)分别是根据

智能体在“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吗？”、“您如何看待高校

扩招？”和“您是否支持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三个议题中的劝

说内容绘制出的词云图。 

 

 

图 4. 智能体在不同议题下的劝说内容词云图。(a)“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

定期锻炼的习惯吗？”；(b) “您如何看待高校扩招？”；(c) “您是否支持以

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 

 

在子图(a)中，词云直观地呈现出智能体在该议题下态度高度一致，普遍支持

锻炼的积极价值。诸如 mental、wellbeing 等词语凸显了智能体对于锻炼有助于改

善心理状态、促进身心健康的广泛共识；boost、improve 等词进一步反映出锻炼

在提升精力和生活质量方面所获得的认可。此外，从 essential 与 crucial 等词中

可以看出，智能体普遍将定期锻炼视为维系健康、拥抱积极生活方式的重要习惯。 

在子图(b)中，词云显示出智能体普遍支持高校扩招。在个体层面，provide、

enhance 与 opportunities 等关键词表明智能体认为扩招有助于拓宽个体的发展路

径，提升教育可及性与机会平等；在社会层面，contribute、workforce、societal、

economic、growth 与 innovation 等词汇则体现了智能体在高校扩招对社会经济发

展和创新潜力方面达成了积极共识。 

在子图(c)中，词云反映了智能体在“是否应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与普通

班”这一议题上出现了分歧。支持方频繁使用 resource、effectively、tailored 与

elite 等词，表明他们认为按成绩分班有助于教育资源的精准配置与个性化教学，

从而提升整体教育效果；而反对方常用 confidence、growth 与 potentially 等词，

则体现出其对分班可能带来的学生自信心受损与个人成长受限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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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态度变化的因素 

1. 宏观社会意见显著影响态度演变方向 

为探讨宏观社会意见对群体态度演化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三个社会争议程度

不同的议题，结合 WS 小世界网络和 BA 无标度网络开展社会模拟。图 5 显示，

在不同议题与网络结构下的态度演变存在差异：在“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定

期锻炼的习惯吗？”以及“您如何看待高校扩招？”两个议题中，两种网络群体

态度均呈现趋同，最终形成较为一致支持意见（图 a-d 和图 b-e）；在“您是否支

持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议题中，尽管智能体态度同样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趋同，但相比前两个议题，最终态度更多集中于中立区域（图 c-f）。 

 

 

图 5. 智能体在不同议题、不同网络拓扑结构的态度演变结果。(a)“您认为每个

人都应该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吗？”， WS 小世界网络；(b) “您如何看待高校

扩招？”，WS 小世界网络；(c) “您是否支持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

班？”，WS 小世界网络；(d) “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吗？”， 

BA 无标度网络；(e) “您如何看待高校扩招？”， BA 无标度网络；(f) “您是

否支持以成绩为标准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 BA 无标度网络。 

 

话题争议程度根植于宏观社会意见，个体立场分歧并非孤立生成，可能受宏

观舆论结构影响与塑造。大语言模型训练依赖大规模社会语料，其生成内容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整体语义分布与舆论偏向。因此，本研究以具有不同争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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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题作为宏观社会意见代理变量，以捕捉社会舆论环境对个体态度演变潜在影

响。研究发现表明，宏观社会意见对群体态度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议题本身

争议性决定了群体观点演化走向。具体而言，话题争议程度不仅调节意见传播路

径与速度，也影响群体能否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 

2．网络拓扑结构显著影响态度演变速度 

网络拓扑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信息传播路径与效率，进而对群体态度演变

速度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BA 无标度网络中枢纽节点的存在使得信息能够

在短时间内通过高连接度个体迅速扩散至整个网络，加快群体意见收敛过程；而

WS 小世界网络则依赖局部聚集与少量随机连接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信

息全网传播速度，使得个体态度更新具有阶段性与局部性。研究结果表明，尽管

两种拓扑结构最终导向相似意见收敛方向，但在态度转变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显著

差异。在 BA 网络中，态度变化更迅速，系统更早达到稳定状态；而 WS 网络则

呈现出更为缓慢的演化轨迹，图 6（a）和（b）所示。 

 

 

图 6. 智能体态度演变历程 

3．负面情绪是影响态度变化的重要微观因素 

如表 3 所示，个体状态（如饥饿、疲惫、安全感、社交）并非影响态度变化

主要因素；正向情绪对不同议题和网络结构中的态度影响不稳定，也并非驱动态

度变化的核心因素。相比之下，负向情绪在多数模型中表现出显著且稳定的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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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影响态度交互结果的微观因素 

 分班议题 高校扩招议题 锻炼议题 

 Attitude (BA) Attitude (WS) Attitude (BA) Attitude (WS) Attitude (BA) Attitude (WS) 

Individual status 

hungry -0.010 -0.064 -0.117** 0.017 -0.053 -0.020 

 (0.155) (0.145) (0.056) (0.096) (0.040) (0.042) 

tired -0.059 0.151 0.020 0.115 0.018 -0.047 

 (0.254) (0.136) (0.081) (0.070) (0.051) (0.062) 

safe -1.020* 0.153 -0.153 0.113 -0.084** 0.020 

 (0.502) (0.436) (0.103) (0.098) (0.039) (0.044) 

social 0.586 0.575 -0.209 -1.387 -0.221 -0.607 

 (1.846) (1.949) (0.378) (0.948) (0.741) (0.670) 

Positive emotion 

surprise 0.572 0.708 -0.028 0.006 0.171 -0.000 

 (0.416) (0.458) (0.017) (0.024) (0.102) (0.025) 

joy 0.155 -0.041 0.138** 0.039 0.025 -0.045 

 (0.186) (0.215) (0.055) (0.087) (0.056) (0.062) 

Negative emotion 

sadness 0.986* -1.249** -0.605 -0.354 0.181*** 1.665*** 

 (0.500) (0.532) (0.499) (0.643) (0.062) (0.504) 

fear -0.851** -1.479** 0.643** -0.047 0.584*** 0.084 

 (0.328) (0.548) (0.292) (0.269) (0.160) (0.365) 

disgust -1.227*** 0.121 0.721 -0.044 -0.071 -2.941*** 

 (0.339) (0.415) (0.540) (1.106) (0.092) (0.725) 

anger 0.841** 1.505* -1.175*** -1.591 -0.847*** 1.662*** 

 (0.314) (0.739) (0.280) (1.376) (0.211) (0.511) 

Constant 4.508*** 6.526*** 8.880*** 9.630*** 9.515*** 10.118*** 

 (0.589) (0.999) (0.480) (0.845) (0.242) (0.472) 

       

Observations 1,260 1,260 1,260 1,260 1,260 1,260 

R-squared 0.648 0.594 0.579 0.622 0.770 0.785 

Agenti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im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释：回归使用个体层面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Agentid 

FE是指 agent 个体固定效应。Time FE是指时间固定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说服研究涉及宏观（社会）、中观（群体）和微观（个体）三个层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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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联系三个层面的理论和方法工具。基于 LLM 和社会判断理论，本文探究并

分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因素对公众说服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结论如

下： 

结论一：LLM 社会模拟能够结合传播学理论做出观点演化的有效仿真，能

够挖掘说服传播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指导和预测功能。 

本文首先将智能体对特定议题的态度界定为对某一对象所持的情感、行为和

认知成分的综合评价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affect,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s 

distinct components of attitude]，将其量化为 0 至 10 的数值区间；随后，基于社

会判断理论构建智能体模型，梳理其在各态度区间的观点交互机制，并通过编写

交互内容生成提示词以实现群体间信息互动；最后，依据智能体记忆模块中存储

的情感、行为与认知信息，定期更新群体态度和状态，使智能体能够基于更新后

的态度参与后续群体交互。 

基于上述设计，研究结果表明，基于 LLM 社会模拟不仅能够捕捉不同议题

中观点演化动态轨迹，还能有效验证传播学理论在多主体互动环境下的适用性与

解释力。更重要的是，社会模拟能够揭示说服传播过程中影响说服效果的关键因

素，如宏观社会意见、中观群体网络拓扑结构和微观心理状态，并凝练出一定的

普遍规律。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模型有效性，也显示出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

指导与预测功能，例如辅助公共议题舆情研判、优化政策传播路径、提升组织沟

通策略等，从而为未来传播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操作参考框架。 

结论二：宏观社会意见通过影响智能体在不同讨论议题中的立场，致使最终

态度演化方向发生改变。 

虽然群体观点最终均呈现出显著趋同趋势，表现为态度收敛并形成相对一致

意见，但对于不同争议程度的议题而言，收敛方向并不相同。在争议程度相对低

的锻炼与高校扩招议题中，群体观点一致赞成；在争议程度相对高的分班议题中，

群体观点最终聚集于中立区。 

这一现象表明，宏观层面社会意见通过大模型预训练知识为智能体初始立场

提供了参照框架，并且塑造互动过程中的态度边界与接纳区间，影响群体意见的

最终走向。当社会议题争议程度较低时，主流意见能够顺畅地向个体渗透并在群

体内扩散，促成一致的积极态度；而在争议程度较高的议题中，个体间的立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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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和信息冲突会削弱单一意见凝聚力，使群体最终趋于折中，形成中立或模糊的

共识。 

结论三：中观群体网络拓扑结构通过影响态度演化的速度，致使最终态度收

敛所需时间存在差异。 

实验结果表明，BA 无标度网络的态度收敛所需时间小于 WS 小世界网络。

BA 无标度网络中的枢纽节点可能加快了意见传播和群体态度收敛；而 WS 小世

界网络因路径随机性与局部聚集性并存，使得态度演化更具阶段性与时延性。 

这一发现说明，在现实社会传播与群体互动中，网络结构差异可能成为影响

舆论扩散效率与最终共识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社交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信息

传播与意见整合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枢纽节点因其较高的连接度和传播能力，能

够在较短时间内影响大规模群体的态度走向；而处于桥梁位置的中介节点则在不

同群体之间起到跨圈层的信息传递作用，对避免信息孤岛、促进意见融合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在公共议题治理中，不仅需要关注整体网络结构，还应识别并合

理利用这些关键节点，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覆盖度，增强社会共识的凝聚力。 

结论四：微观负向情绪对态度变化具有稳健影响。 

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个体情绪变量中，尤其是

愤怒（anger）等负向情绪显著推动态度变化，而正向情绪和个体状态变量对态度

变化影响不稳定或不显著。 

由此观之，负面情绪是态度极化与群体动态转变的重要心理机制，其作用不

仅体现在加速个体态度转变，还可能通过情绪感染效应在群体中迅速扩散，进而

推动意见极化和社会分化。由此，管理群体情绪、引导负向情绪向理性表达和建

设性讨论转化，成为缓解群体极化与促进社会共识的重要路径。 

（二）未来展望 

本研究主要关注智能体之间基于说服内容的交互对态度的影响，尚未将智能

体与环境的互动，以及除说服之外的其他社交交互因素纳入考量，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模型对真实社会情境的再现能力。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模

型的多模态输入与交互维度，例如将文本、图像与语音信息共同纳入智能体的感

知与推理机制中，以更贴近真实传播场景下的多渠道信息环境。 

此外，LLM 社会模拟具有双面性。一方面，LLM 在预训练过程中积累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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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层面的知识，能够赋予智能体更类人的决策、沟通和适应能力[Large language 

models empowered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 survey and perspectives]；

另一方面，这种预训练知识也可能嵌入偏见，干扰实验结果[Simulating Opinion 

Dynamics with Networks of LLM-based Agents; Systematic Biases in LLM 

Simulations of Debates]，并导致智能体在对初始化态度的理解中难以摆脱既有立

场影响。因此，LLM 社会模拟需要谨慎解读在涉及特定领域时的表现。未来研

究可以尝试通过结合领域知识对大模型进行微调，以提升结果有效性和针对性。

综上所述，LLM 为社会模拟赋予了更强表现力与拟人化特征，但也带来了中立

性、可解释性和适用性上的挑战。未来研究需要在发挥优势与规避局限之间寻求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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